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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新中国成

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创

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社会治理提

出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推动基层

矛盾化解、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社会心态和社区

建设等方面不断创新，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书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新篇章。面向新征程新使命，党的二十大强调，社

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基本前提，要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国。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必须持续完善社会治

理体系。

知史鉴今，观照未来。对新中国社会治理史上

著名的社会治理经验——“枫桥经验”的发展进路

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

社会治理方式。“枫桥经验”于 1963 年从浙江省诸

暨县枫桥镇发源，成功地跨越了地域限制，走过不

同历史时期并历久弥新。六十年来“枫桥经验”何

以长盛不衰？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视角的解读。

有研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枫桥经验”从基层微

观层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历史趋势，且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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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这一趋势。[1] 也有研究认为，主要是“枫桥经

验”实现了从阶级斗争经验向人民内部矛盾经验的

转变，也实现了从社会治安经验、维稳经验向社会

治理经验的继替发展。[2] 更有研究直接指出，关键

在于“枫桥经验”的初心和本义——“矛盾不上交”。
[3] 这些研究所提供的启示是，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

事实，“枫桥经验”在社会历史进程和宏大的结构

约束下发展，必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承担着独特的

角色。从功能主义角度看，“枫桥经验”的成功秘

诀在于，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够通过持续创新，有

效地发挥其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功用，较好地回应

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议题——“良序”议题。

对“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稍加探析就会发现，

“枫桥经验”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由

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自主创造，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都在其间各有其位、

各尽其能。可以说，“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是

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由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各方力量

共同塑造、共同维系的过程。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

变更，“枫桥经验”的目标诉求在不断更新。20 世

纪 60 年代，“枫桥经验”主要是针对“四类分子”

形成了“一个不杀”的改造经验。1978 年，诸暨

县枫桥公社下的七个大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对

“四类分子”评审摘帽试点，并在半年时间内完成

摘帽工作，将过去作为阶级敌人对待的“四类分子”

转化为人民中的一员。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枫

桥经验”以人民群众自发创造的方式方法有效地缓

解了人民内部矛盾，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需要一个

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统一的社会意志的需要。这一时

期的“枫桥经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改革开

放之后的“枫桥经验”具有较大的区分度。进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新思想、新任务

赋予“枫桥经验”以新理念、新内涵和新目标，并

因此被称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发展进路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种转变产生了何

种效应？为完成新征程新使命又应当怎样进一步完

善？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有利于更好地考量中国社

会治理政策的发展方向。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演进路径

与 1978—2012 年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相

比，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的主体关系、

内容范畴和创新重心等方面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演进

路径。

（一）从人民自发创新治理到党建引领下的合

作治理

从社会治理主体关系看，改革开放以来至党

的十八大之前，“枫桥经验”继承了改革开放之前

人民自发创造治理方法的传统，并结合时代特征加

以发扬光大。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最为突出的

特征是由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自发地进行基层社

会治理制度和治理方法创新，并且在总结、沉淀的

基础上进行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制度扩散。无论

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枫桥经验”发展出来

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还是进入 21 世纪

后的“平安枫桥”模式，人民自发创新、党组织和

各级政府顺势而为是其共同特质。进入新时代，为

了实现新的更高的治理目标，各级党组织“向前一

步”，主动作为，实现了党组织直接引领人民群众

进行合作治理的重要转向。

在宏观政策层面，为了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

全面领导，党中央自上而下地构建出一个党建引领

的合作治理新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中

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

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

撑“七位一体”的治理体系，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一新体

系彻底改变了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之前基层党

组织领导权、基层政府行政权、基层群众自治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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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齐观，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基层群众自

治组织并驾齐驱的态势，[4] 形成了“一核多元”或“一

轴多元”的合作治理新体系。[5] 这一新体系良性运

行的关键在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6] ：党领导社会治理的体制和

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党的意志和党中央的新精神及

重大战略部署被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贯彻到社会

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党不断增强对社会治理的

统筹谋划和组织能力，持续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

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社会治理

的全部活动之中，充分激发其他各类社会主体参与

合作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一个由

政党引领的、团结的、有机的治理共同体。

与党建引领合作治理这一精神指引相契合，新

时代“枫桥经验”突出了“党建统领、人民主体、

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等基本内涵。其

中，将“党建统领”置于“人民主体”之前，突显

以党的建设引领社会合作治理之义。一方面，强化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功能发挥。譬如，近年来，

为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枫源村，以及枫源

村所在的诸暨市和绍兴市进行了以党建引领村级选

举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开展党员“三亮”（亮分、

亮牌、亮业绩）活动，推进“村村联盟”“村企联

盟”“企企联盟”等区域化党建联盟建设，创建“基

层党组织 +”红枫党建品牌，实现基层党组织对新

兴领域和村民小组、楼幢单元等“毛细血管”的全

覆盖，明确和激活了普通党员的具体功能定位。另

一方面，创新以党建引领合作治理的作用形式。譬

如，诸暨市通过“基层党组织 + 产业”“基层党组

织 + 稳定”“基层党组织 + 网络”“基层党组织 + 治理”

等为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的企业、村（居）组织

和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提供新的治理平台 ；枫桥镇

各村（居）基层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同时担任

治保、调解委员会主任，压实村级治理的党政引领

责任 ；等等。

（二）从社会治安的技术治理到社会安全的全

域治理

从内容范畴看，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

之前，“枫桥经验”生发出以化解基层矛盾维持社

会稳定、进而保障经济发展的新内涵。在处理好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的总要求下，稳定是改

革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因此在“稳

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指引下，人民群众和其他各

个治理主体围绕“社会治安”这一主题共同发明

了众多的治理技术。譬如，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

“枫桥经验”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维系好以治安为

核心的社会稳定 ：“把维护稳定作为天字第一号工

作……把维护稳定列入干部岗位目标考核，与政

治荣誉、经济利益挂钩，一级抓一级，保证了综

合治理各项任务落到实处”。[7] 基于这一目标诉求，

1979 年初，浙江省以绍兴县城关镇整顿社会治安

案例为基础率先提出“综合治理”这一新概念。此后，

针对治安和刑事问题以及对犯罪分子的改造，枫桥

镇干部群众逐步形成融“打、防、教、管”于一体

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1986年，枫桥区各乡（镇）

均创新性地成立了跨部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

小组，绍兴市则创新性地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枫桥镇人民群众通

过自主探索，提出维持社会治安的新概念、形成新

经验、构建出新体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这种基于社会治安的技术治理逐步进入中央文件，

其理念、经验和体制均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成

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到 21 世纪初叶，浙

江省人均 GDP 接近 3000 美元、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0%，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生活逐渐富裕。与

此同时，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先发、经济发达的省份，

浙江省的各项改革力度大、进展快，各类带有先兆

性的矛盾问题不断涌现，其中有关土地征用、房屋

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和社会保障、村级换届、环

境保护、涉法涉诉等问题突出，这种“快速成长的

烦恼”一旦无法解决，不仅会直接压缩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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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有经济增长而无社会福祉增加的“无感发展”，

更有导致社会霎时间失序之虑。因此，这一时期的

“枫桥经验”已经跳出“社会治安”这一狭义范畴，

基于平安观形成大维稳的理论思路，从“社会整体

平安”的“大维稳”角度开展探索，依靠多元主体

力量合作推进平安建设。如枫桥镇强调贯彻“要带

致富帽，先带平安帽”的理念，于 2002 年 8 月率

先开展“平安枫桥”建设。习近平同志在任浙江省

委书记期间首次提出并实践“平安浙江”理念，为

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提供了省域样本。

进入新时代后，新时代“枫桥经验”彻底摆

脱了范畴较为狭窄的社会治安议题的束缚，对 21

世纪以来的“平安浙江”建设等理念和制度进行全

面升华，形成“平安中国”的新理念和相关制度体

系，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社会治理纳入国家总体

安全，开始从“社会安全”角度进行整体性思考，

各个面向的制度建设都在持续推进，“全域治理”

的色彩日益浓厚。党的十九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

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家安

全是“八、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的第七部分。党的二十大首次在党代会

报告中将国家安全方面的内容单独成章，为“十一、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属于国

家安全章节的内容，并且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

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实践中，

在社会安全思维的支配下，新时代“枫桥经验”既

强调“矛盾不上交”，更开始从根源上来维护社会

安全，强调“服务不缺位”和“平安不出事”。新

时代“枫桥经验”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

治为先导，加强智能化建设，推动从乡村治理向城

镇社区治理延伸，拓展到了防范化解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安全风险。诸暨市委

在 2019 年出台的《关于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见》中提出，在

五年内，实现新时代“枫桥经验”向“市域全景”

和“行业全景”拓展，“全域治理”的色彩更加鲜明。

（三）从共同利益凝聚到共同意识塑造

从创新重心看，新时代“枫桥经验”有着高

度的共同利益凝聚。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一切社会

经济行为的基础性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社

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9] 列宁

甚至认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

观的基础。”[10] 共同利益表现为共同福祉的增加，

既包括收入和财富的增加，也包括社会大局长期稳

定、人民平安幸福等。改革开放以后至党的十八大

前这段时期，“枫桥经验”的持续创新契合了人民

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社会更加稳定的共同利益

诉求，因此获得强劲的发展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时代“枫桥经验”继续通过强调“平安中国”和“社

会安全稳定”等进行共同利益凝聚，同时也强调共

同意识的塑造，并且努力将二者融为一体，力求形

成相互促进之势。

共同意识是各种社会共同体中独立于个体而

在集体层面上形成的一种共同理解。在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实践中，共同意识在制度的层面上通常

会表达为一种物质力，借助于法律或纪律等进行呈

现，并对社会行为加以规范和调节。一方面，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思

想聚合作用。诸暨市委 2019 年出台的《关于坚持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

代化的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德治、

心治、智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近年来，诸暨

市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形

成了移风易俗、关爱基金、爱心食堂等经验做法，

是德治融入治理全过程的一种新探索。枫桥镇在行

政村（社区）层面推行社会组织“5+X”模式，每

个行政村（社区）组建乡贤参事议事会、“红枫义警”

分会、乡风文明理事会、580 志愿服务分会、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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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调解会等五个治理型社会组织，再根据各自需

求组建篮球协会等若干生活型社会组织。枫源村则

将全村党员按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计划生育、卫

生监督、村风文明等划分为五个服务组，提供相应

的服务。这些治理组织既涉及经济发展，又关涉相

关精神的培育。另一方面，强调对社会参与和共同

体意识的培育。基层党组织成为社会组织建设的推

动者和直接创建者。从 2015 年起枫桥镇在镇级层面

成立枫桥大妈互助会、乡贤联合会、调解志愿者联

合会、“红枫义警”等各类社会组织数十家，分担志

愿服务、矛盾调解、平安巡防等方面的部分治理责

任，目前全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参加了各类社区

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参与主体的规模和比例达到新

高。在大规模参与的过程中，逐步达成一些新的社

会共识，即未来中国的社会秩序维系和社会治理创

新既要利用好强力的社会整合模式，也要发展出良

好的社会合作模式，强调在党的领导下社会行动主

体多向互动、多元参与、合作协商等共同体理念。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效应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把‘枫桥

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的重要批示。此后十年间，新时代“枫桥经验”不

断发展变革，并且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在主体关

系、创新内容和创新重心等方面的相关经验做法在

全国范围内被大量复制推广，形成版本多样、特色

各异的地方版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之一，新时代“枫桥

经验”帮助推动全国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一）打破“发展悖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的

“大治”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发展和转型为代表，我国持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创新，国家政治安全得到全面加强，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有力应对了一系列

重大自然灾害，治安案件、刑事立案、命案数量和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逐年下降，社会矛盾总量呈

下降态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国家

之一。2021 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达到了 98.6%，“大治”局面正在展现。

这种社会秩序的超级稳定性，为党和国家各项改革

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2022 年全国“两会”

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

是我国进一步发展所具有的五个“战略性的有利条

件”之一。[11]

这种社会长期稳定的“大治”局面极为难得罕

见。从历史事实看，根据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

指标》提供的数据，自 1963 年“枫桥经验”兴起

以来的这六十年间，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过短暂

的经济快速发展局面，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秩序大

乱、“中等收入陷阱”，六十年间全球一共只有包括

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在内的 13 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

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12] 但是，这种亨廷顿所强

调的“发展速度越快，[13] 越容易乱”的“转型悖论”

在中国并没有呈现，这就意味着新时代“枫桥经验”

和“中国之治”在治理模式、发展道路和文明进步

等方面都有超越西式现代化的强大潜力。

（二）超越管制思维，形成中国模式下的社

会共治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从“共建共享”到“共建共治共享”，

其中突出的是“共治”。这里的“共治”是指在党

的领导下实现各个治理主体优势的最大化发挥，并

结合起来形成最大的合力、取得最好的治理成效。

从新时代“枫桥经验”发展进路看，这种由党领导

的社会共治的模式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

治理主体关系定型。在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

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不断巩固，核心作用得到良好

发挥，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优势也得到较为充分的

呈现，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色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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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多元”式治理主体关系模式基本形成。二是基层

治理能力巨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强基导向

的指引下，社会治理重心持续向基层下移，更多资

源、服务、管理进入村居，更好地为城乡居民提供

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这种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灾减灾等“极限测压”事件

中得到充分体现。三是中国特色治理观念开始生发。

在持续的社会治理创新中，人民群众对一些基本的

社会治理关系如自由—安全关系、个体安全—社会

安全关系，以及个人隐私—社会安全关系等逐步达

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为进一

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良好

的社会氛围。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新征程中被赋予

新使命

面向未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

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

险因素明显增多。这是因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我

国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元化、社

会组织形式松散化，多种生产方式、不同权力运行

机制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

社会个体从性别、婚姻、家庭、社区、职业等传统

社会单元中“脱嵌”，成为一个个具有独立意识和

自主行动的个体，个体化与社会稳定间的张力在日

益增强。而网络社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治理空间后，

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甚至社会行为形成机制发生转

化，形成了基层治理的新场域。总之，高速社会转型、

快速个体化和网络化生存等结构性变迁，对社会秩

序提出新挑战，要求必须持续创新治理体系，以确

保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的大局保持稳定。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

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14]

可见，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全新的使命——

为完成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政

治环境方面作出先行示范。

随着承载使命的更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政治地位被提升至新高度。在近年来党的一系列重

要文件中，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被反复提及，并

且是唯一被提及的实践经验案例。譬如，2019 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将矛盾化解

在基层”。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正确

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在社会基层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

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

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趋向

马克思认为，历史事件的意义应当到产生它的

历史条件中去寻找，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

下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意义。[15] 无论是改革开放以

后至党的十八大，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枫桥经验”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每一个具体理念、

机制和方法，都嵌入了特定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以

及社会政治结构与制度框架中，并从中获得合法性

支持和发展动能。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

新的中心任务，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新使命、

明确新地位，也就要求必须不断融入新的意义内涵，

进行新的制度创造。

（一）形成闭合的基层治理循环

“枫桥经验”是当代中国最为成功的社会治理

经验，但也必须承认，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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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承载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全部价值和全部功

能。因此，在持续创新中需要对这一经典治理经验

的本质特征进行正本清源。从源起和发展进程看，

“枫桥经验”本质上是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自下而

上的自主创造，是人民群众追求“良序”这一价值

诉求的集中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的功

能不断强化，但主要是通过动员自身来引领全社会

力量参与，人民主体和合作治理是这一经验最为鲜

明的特征。因此，持续创新的首要指向就是要实现

自下而上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与领导干部自上而

下地接访群众制度的有机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除了推动发展

“枫桥经验”之外，还于 2003 年亲自示范并发展了

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的制度。二十年来，在这一

制度的指引下，浙江省制定实施了领导干部定期接

待群众来访、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等一系列制度，

规定省级领导每半年下访 1 次、市级领导每季度下

访 1 次、县委领导每月接待群众来访 1 次，开展“大

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

革和社会治理“最多跑一地”改革。浙江省推行各

级领导干部下访，将传统的垂直型科层制扁平化，

通过领导干部与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围在一

张桌子上”研究问题、交流情感，是对习近平总书

记所强调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

权”[16] 这一重要理论论断的最好诠释。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治理理念的

相融相济，将共同构成一个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

闭合循环。具体的融合努力方向是明确功能分工、

完善体系和工作机制。从功能分工看，“枫桥经验”

主要是通过扎根基础、依靠人民来“强身健体”，

主要功能是治未病、疗轻症，而一旦出现重症和

顽疾，如群访缠访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则需

要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领导干部下访和直面

问题来干预解决。在体制机制融合上，要通过创

新基层社会治理领导机制，如尽快设立地方各级

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实现组织部门、政法部门和

社会工作部门之间的无缝对接，形成分工明确、

合作有效的执行链条。

（二）培育更有韧性的基层社会

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已经初步实现习近平总书

记所强调的，从“我和你”转向“我们”。[17]“我们”

是一个有序、灵动、可生长的组合，从社会合作角

度看，它以各个社会行动主体具有独立的意志、行

动资源和行动能力为前提，否则这个“我们”就是

虚假的和形式上的。为了避免出现“无力的乡村”

和“虚弱的社区”等窘境，新时代“枫桥经验”创

新的另一个主要着力点就是，努力让社会机体强健

起来，使“我们”真正组织起来、行动起来、鲜活

起来，遵循基层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建设一个具

有更强韧性的基层社会。

在实践中，培育更有韧性的基层社会关键在

于基层社会的基本能力建设。一方面，在常态治理

中，要持续增强基层社会的自我运行能力。由于社

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社会成员的相互依赖性，社会天

然具有一定的自我运行能力，关键是要不断增强这

种能力。当前，应当着力提高的是基层社会对日常

事务的自我协商能力、发现基层运行缺陷的自我检

测能力和解决基层运行问题的自我纠错能力，要善

于培育社会运行中的新生力量，如社区业主委员会、

公益慈善组织等，不断完善和运用好人民团体协商、

社会组织协商和劳资协商等新的协商机制。另一方

面，在应急治理中，要持续增强基层社会的自我保

障能力。在应急状态和突发情况下，急需提升人民

群众的自我保障能力，具体包括 ：通过搭建平台等

促进社区邻里日常守望相助和应急时团结互助 ；要

加强村（居）基层的物资保障能力，提升全社会基

本救助能力 ；还要加快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增强社

会成员心理调适能力，正确面对应急状态，保持理

性、积极、乐观的社会情绪 ；等等。[18] 基层社会

一旦更具韧性，党的群众路线和党领导下的合作治

理就会尽显生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也就有了更为强劲的社会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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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Innovation Trend of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Wang     Daoyo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eople's spontaneous innovation 

governance to Party building-le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rom technical governance of social security to 

all-round governanc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from the aggregation of common interests to the shaping of 

common will. Its outstanding practical effect is to create the long-term stable social "great governance" 

situation and build up the Chinese model of social co-governance. In the new journey and new era, "Fengqiao 

Experience" has been given new mission, new status and new tasks, so we must further innovate its 

governance system, mainly includ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with the mechanism of receiving and visiting the 

people by governmental officials from top to bottom to build a closed cycl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the community to build a more resilient community.
[Key   Words]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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